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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普遍存在供应商依赖的现实情境和当前“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时代背景，利

用文本分析技术，以 2007—2021 年 A 股全部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供应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内在

机理及后果 . 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且这种“U”型关系

在行业竞争度低、非国有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供应商集中度能够通过动态影响商业信用

融资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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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ity that Chinese listed enterprises generally rely on suppliers and the 
important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text analysis technology is used， 
and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1 ar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consequence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supplier relations on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significant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ier 
concentration and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U”‑shaped relationship is more 
remarkable in industries with low levels of competitio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specialized new enterprises.  Supplier concentration has an impact on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dynamically affecting trade credit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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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数字中国建

设”.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中国”建设背景

下微观主体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引起了

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 但值得注意的

是，目前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度还处于初级阶

段，仍面临“不会转（转型能力不够）、不能转（转

型成本偏高）、不敢转（转型阵痛期比较长）三大

问题，亟需外在动力驱动企业提升数字化转型意

愿［1］. 虽然以往研究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议题已

经做出了诸多丰富且有意义的讨论，但大多囿于

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2］、投入

产出效率［3］和资本市场表现［4］等方面的经济后果

分析，忽视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和机制研究

探讨 . 而现有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研

究仅从税收优惠［5］、管理者特征［6］和融资约束［7］

等角度出发，并未有文献确切地将数字化转型与

企业非正式契约关系联系起来 .

供应商集中度是衡量企业与供应商非正式

契约关系的重要指标，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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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供应商交易集中水平越高 . 中国上市企业

普遍存在着对主要供应商依赖的现象，该现象已

经超越了客户关系，成为非正式契约关系的核心

组成部分 . 供应链关系主要包括供应商关系和客

户关系两部分，然而现有关于供应链关系的探讨

大多围绕客户关系的经济重要性展开［8-9］，缺少对

“供应商关系”这一企业普遍具有的社会资本的

关注，对于供应商关系经济重要性分析也相对不

足 . 目前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关

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较高的供应商集中

度会提升企业交易成本，增加关系专用性投资，

减少商业信用供给，降低企业研发积极性，最终

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种认为，较高的供应

商集中度能够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加上下游企

业间的生产合作和信息共享，有效促进供应链优

质资源整合，增强企业外部融资能力，提升企业

研发积极性，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

有鉴于此，在中国上市企业普遍依赖主要供

应商的现实情境和当前“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

时代背景下，基于供应商关系视角，系统考察供

应商集中度究竟会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怎样

的经济后果以及分析其内在运行机理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 同时，考虑到不同情境下企业数字

化转型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果，本文进一步重

点考察了企业所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产权性质

和科技属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政府部

门提供差异化的政策建议 .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供应商关系作为中国企业特色交易关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企业生产运营和战略制定

产生深刻影响 . 由于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依赖程

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供应商关系对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会随着供应商集中度的动

态变化而发生改变 . 当供应商集中度低于阈值

时，较高的供应商集中度会相对降低企业议价能

力［10］，迫使企业负担更加高额的采购成本、运输

成本和存货成本［11］. 而且，为了防止供应链关系

中断带来的经营风险，企业还需要不断增加关系

专用性投资以维系供应链的稳定，由此形成的锁

定效应将显著影响企业经营利润和损害企业业

绩［10］. 此外，由于双方尚未形成稳定可靠的合作

关系，供应商集中度还会相对减少企业获取异质

性知识资源和外部融资机会，这将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12］，最终不利于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 . 然而，随着供应商集中度

的不断攀升直至超过阈值时，双方之间的关系将

变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利益目标也愈

发趋同，企业相对议价能力也会随之得到显著增

强 . 此时稳定可靠的供应链关系能够大大降低企

业因供应链关系中断而带来的未来经营风险，而

且企业也不必再为维护双方关系而付出金额巨

大的关系专用性投资［13］，可以将剩余大量资金和

更多精力聚焦于研发创新 . 进一步，二者间紧密

的依赖程度还能够打通双方的需求对接和信息

共享渠道，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异质性知识资源 .

更为重要的是，稳定的供应商关系还具有“隐性

担保”功能，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借

款［14］，这将有效缓解企业研发的资金压力，推动

企业增加研发投入［15］，最终极大地提升企业数字

化转型意愿 . 综上，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影响后果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呈

现先下降后上升“U”型变化关系 .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研究假设 1.

假设 1 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

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 .

商业信用是供应链上一种十分重要的资金

分配行为，同时也是中国供应链关系交易中最为

广泛存在的一种交易方式［16］. 商业信用融资的有

效性直接取决于供应链上双方的议价能力［17］. 当

供应商集中度低于阈值时，拥有“话语权”的供应

商基于风险规避的角度会为自己争取更加有利

的 付 款 条 件 ，表 现 为 大 幅 度 减 少 商 业 信 用 供

给［17］，这会显著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降低企业

投入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最终不利于提高企业数

字化转型意愿；当供应商集中度高于阈值时，供

应商基于维持长期契约关系和自身经营绩效的

考虑，更愿意为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并以此期望

实现供应链价值协同增长［18］，而且，供应商为了

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促进销售形成行业壁垒，

通常也乐于向主要客户放宽信用政策，提供更多

的商业信用［19］，这将有效缓解企业的研发资金压

力，进而提升其数字化转型意愿 . 综上，商业信用

与供应商集中度之间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

变化关系，可能是供应商集中度动态影响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主要作用渠道 .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

研究假设 2.

假设 2 商业信用是供应商集中度动态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作用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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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模型和方法

2. 1　样本选取

由于证监会并不强制要求上市企业披露供

应商的具体名称，且在 2007 年之前绝大部分企业

不披露其主要供应商的详细信息，所以本文选取

2007—2021 年中国Ａ股全部上市企业为研究样

本 . 本文对上市企业样本作以下处理：①剔除 ST、

退市及金融类的企业；②为保持样本的连续性，

剔除财务数据异常及缺失的企业；③为避免极端

值干扰，对相关变量进行±1% 分位的缩尾处理 .

经上述处理，最终共得到 14 066 个企业年度观测

值 . 其中，供应商关系数据通过手工整理企业年

报获得，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通过对上市企业年

报网络爬虫和文本分析获得，企业年报数据来自

于深交所和上交所官方网站，企业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和 WIND 数据库 .

2. 2　变量定义

2. 2. 1　解释变量

供应商集中度（Cs）. 借鉴 Li 等［20］选取上市公

司年报附注中披露的“企业向前 5 名供应商采购

金额合计与总采购额的比值”作为供应商关系的

衡量指标，该指标越大，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 .

此外，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采用“企业向第 1 大

供 应 商 的 采 购 金 额 合 计 占 总 采 购 金 额 的 比 例

（Rst）”重 新 衡 量 Cs 指 标 ，以 保 证 研 究 结 论 的 稳

健性 .

2. 2. 2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D）. 借鉴国内外主流文献

的通用做法，并考虑到管理层通常会在年报中披

露企业数字化的相关信息，因此采用年报分析法

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一方

面，借鉴吴非等［4］提出的数字化转型的词汇库，运

用文本分析技术对上市企业年报中有关“数字技

术运用、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技术”等领域内的相关细分词汇进行分类归集，

并使用 Python 软件进行识别计数 . 鉴于该数据结

构的“右偏性”特征，对其加 1 后取对数衡量企业

数字化转型（D1），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数字化

转型程度越高；另一方面，借鉴袁淳等［2］构建的数

字化转型词库，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上市企业年报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中关于企业数字

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并使用 Python 软

件进行识别计数 . 鉴于年度报告中 MD&A 的内容

长度存在差异，因此在得到上市公司（年度）年报

中的各个关键词频率后，计算企业数字化转型相

关词汇频数的总和占年报 MD&A 内容长度的比

值来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D2），该指标与企业

数字化转型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

2. 2. 3　中介变量

商业信用融资（Ct）. 为涵盖企业商业信用的

所有形式，借鉴 Cao 等［16］通过企业应付票据、应

付账款及预收账款的总和占企业总资产的比率

来计算商业信用融资（Ct）水平 . 该指标越大，表明

企业获得商业信用供给越多 .

2. 3　模型设计

为考察供应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

的影响，且尽可能规避二者之间双向因果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和所有控制变

量均做滞后一期处理，并设定计量模型为

Dit=β0+β1Cs1+β2Cs2+β3Cit-1+∑Y +∑I +ε.  （1）

其中：下标 i，t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Dit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D1 和 D2；核心解释变量为

t-1 年供应商集中度的一次项 Cs1和供应商集中度

的二次项 Cs2 ；β0 为常数项；β1，β2，β3 为系数 . 综合

借鉴国内外主流文献，Cit - 1 代表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规模（Sp，企业期末总资产取对数）、企业年龄

（Ap）、企业负债（Lp，企业期末总负债/企业期末总

资产）、企业现金流（Cf，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企业期末总资产）、企业成长性（Rpg，企业营业收

入增长率）、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pc，净利润/总资

产）、企业相对价值（pp，企业市值/账面价值）、第

一大股东持股比例（e1）、股权集中度（Ce，前 5 大流

通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和两职合一（S，董

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为 1，否则为 0）；∑Y 和

∑I 分别为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ε为模型随机干

扰项 .

3　实证结果分析

3. 1　描述性统计

通过相关变量的基本统计结果发现，企业数

字化转型 D1和 D2的均值分别为 1.593 和 1.122，最

小值（0）和最大值（5.056 和 5.414）差距较大，表明

当前中国不同企业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不高并

且差距悬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仍亟待提

高 . 此外，企业对前 5 大供应商采购比例平均值为

34.6%，中位数为 30.3%，最大值高达 91.8%，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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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供应商依赖现象，也从侧

面表明考察供应商关系经济重要性具有较强现

实意义 . 企业商业信用融资（Ct）均值为 15.1%，最

大值为 52.9%，表明商业信用融资是企业极为重

要的融资手段 .

3. 2　基准回归

表 1 列出了供应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

间关系的基准回归结果 . 由未添加控制变量的回

归结果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D1和 D2）的一次项

系数均在 1% 置信水平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均

在 1%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 . 由添加控制变量的回

归结果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D1和 D2）的一次项

系数均在 1% 置信水平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均

在 1%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 . 综上可知，供应商集中

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

系，这佐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1.

从控制变量看，企业规模（Sp）、企业成长性

（Rpg）和两职合一（S）对企业数字化转型（D1和 D2）

影响至少在 10%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而企业现金

流（Cf）对企业数字化转型（D1 和 D2）影响均在 1%

水平显著为负，表明资产规模大、成长前景好、治

理水平高和现金投入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

越强 .

3. 3　内生性检验

1） 反向因果关系检验 . 借鉴 Terza 等［21］使用

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残差介入法（2SRI）估计 . 在

工具变量选择上，本文采用“同一年份同一行业

其他企业供应商集中度的平均值、同一年份同一

城市其他企业供应商集中度的平均值”作为工具

变量 . 从相关性看，同一行业和同一城市其他企

业供应商集中度与该企业面临相似的行业特征

和外部环境，其供应商集中度间具有较强的相似

性，满足相关性条件 . 但是目前并无证据表明上

述工具变量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满足外生性

条件 . 由表 2 中的反向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在

经 2SRI 法检验后，企业数字化转型（D1 和 D2）的

一次项系数在 1% 置信水平显著为负，二次项系

数在 5%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再次佐证了本文的

假设 1.

2） 样本选择偏差检验 . 由于中国证监会并不

强制要求企业披露前 5 大供应商的具体信息，进

而可能使得本文的样本存在自选择偏差问题 . 为

此，采用 Heckman 2 步法进一步缓解该问题 . 在第

一阶段回归模型中，引入企业是否披露向供应商

采购金额的虚拟变量，并选取控制变量集作为自

变量进行 Probit 回归 . 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估

计出的逆米尔斯比率放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

检验 . 由表 2 中的样本选择偏差检验结果可知，企

业数字化转型（D1和 D2）的一次项系数在 1% 置信

水平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均至少在 5% 置信水

平显著为正，再次佐证了本文的假设 1.

3） 遗漏变量检验 . 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内生

性问题，本文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个体特

征 . 由表 2 中的遗漏变量检验结果可知，企业数字

化转型（D1 和 D2）的一次项系数至少在 10% 置信

水平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至少在 10% 置信水平

显著为正，再次佐证了本文的假设 1.

表1　供应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Table 1　Supplier relationship and corpo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变量

Cs1

Cs2

Sp

Ap

Lp

Cf

Rpg

Rpc

pp

e1

Ce

S

截距项

调整 R2值

样本量

未添加控制变量

D1

-1. 610***

（-4. 79）

1. 185***

（3. 35）

—

—

—

—

—

—

—

—

—

—

0. 179

（0. 75）

0. 475

14 066

D2

-0. 781***

（-3. 38）

0. 658***

（2. 69）

—

—

—

—

—

—

—

—

—

—

0. 404***

（2. 90）

0. 475

14 066

添加控制变量

D1

-1. 147***

（-3. 36）

0. 822**

（2. 34）

0. 173***

（7. 93）

0. 036

（0. 57）

-0. 158

（-1. 32）

-0. 857***

（-4. 19）

0. 184***

（5. 58）

-0. 254

（-0. 86）

0. 076***

（5. 08）

-0. 059

（-0. 43）

-0. 374**

（-1. 99）

0. 103***

（2. 82）

-4. 984***

（-9. 61）

0. 488

14 066

D2

-0. 752***

（-3. 16）

0. 630**

（2. 55）

0. 030*

（1. 88）

0. 033

（0. 75）

-0. 135

（-1. 45）

-0. 459***

（-3. 00）

0. 089***

（3. 84）

-0. 228

（-1. 00）

0. 015

（1. 30）

-0. 130

（-1. 27）

0. 081

（0. 66）

0. 064**

（2. 36）

-1. 008***

（-2. 68）

0. 477

14 066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置信水平；括号内

为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后的 t 值；R2 为模型拟合优度值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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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U”型关系检验、替换变量检验、延

长观测窗口检验、基于制造业企业样本检验、基

于企业地理位置检验对上述研究结论进行稳健

性检验 .

1） “U”型关系检验 . 本文采用 Utest 命令对二

者之间的“U”型关系进行再检验 .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以企业数字化转型（D1）检验结果为例，供

应商集中度（Cs）与企业数字化转型（D1）的相关关

系 表 现 出 先 负（-1.066 ，P<0.01）后 正（0.363 ，

P<0.01）的特点，供应商集中度的极值点为 0.697，

且处于临近置信区间 . 此外，“U”型关系的整体检

验结果通过 5% 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拒绝原

假设，认为供应商集中度（Cs）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D1）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 . 企业数字化转

型（D2）检验结果和上述保持一致，不再赘述，这

也再次佐证了本文的假设 1.

2） 替换变量检验 .“企业向第 1 大供应商的

采购金额合计占总采购金额的比例”重新测度供

应商关系 . 由表 4 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D1 和

D2）的一次项系数（Rst1）至少在 5% 置信水平显著

为负，二次项系数（Rst2）至少在 10% 置信水平显著

为正，再次佐证了本文的假设 1.

3） 延长观测窗口检验 . 考虑到供应商关系对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效应，因此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分别延长 1 期（L1）和 4 期（L4）.

由表 5 可知，滞后多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次

项系数至少在 5% 置信水平显著为负，二次项系

数至少在 5%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供应商关

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再

次佐证了本文的假设 1.

4） 基于制造业企业检验 . 考虑到制造业企

业占全部企业总样本的大部分，且制造业企业比

其他企业更为依赖供应商 . 为此，本文剔除非制

表4　替换变量检验
Table 4　Replacement variable test 

变量

Rst1

Rst2

控制变量

调整 R2值

样本量

D1

-0. 945**

（-2. 53）

0. 992*

（1. 73）

已控制

0. 486

14 066

D2

-0. 660**

（-2. 46）

0. 908**

（2. 16）

已控制

0. 476

14 066

表5　延长观测窗口检验
Table 5　Extended observation window test 

变量

Cs1

Cs2

控制变量

调整 R2值

样本量

L1

D1

-1. 104***

(-2. 91)

0. 859**

(2. 16)

控制

0. 497

10 943

D2

-0. 647**

(-2. 54)

0. 564**

(2. 09)

控制

0. 464

10 943

L4

D1

-1. 217***

(-2. 64)

1. 204**

(2. 40)

控制

0. 481

5 443

D2

-0. 801***

(-2. 73)

0. 813***

(2. 58)

控制

0. 467

5 443

表3　“U”型关系检验
Table 3　“U” type relationship test 

检验项目

上下界区间

上下界斜率

临近置信区间

极值点

“U”型关系检验

D1

下限

0. 049

-1. 066***

(-6. 48)

[0. 600，0. 949]

0. 697

1. 82**

上限

0. 918

0. 363***

(1. 82)

D2

下限

0. 049

-0. 690***

(-5. 42)

[0. 523，0. 767]

0. 597

2. 63***

上限

0. 918

0. 405***

(2. 63)

表2　内生性检验
Table 2　Endogenous test 

变量

Cs1

Cs2

控制变量

调整 R2值

样本量

反向因果关系检验

D1

-1. 160***

（-3. 39）

0. 820**

（2. 33）

控制

0. 488

14 066

D2

-0. 753***

（-3. 16）

0. 630**

（2. 55）

控制

0. 477

14 066

样本选择偏差检验

D1

-1. 050***

（-3. 99）

0. 676***

（2. 48）

控制

0. 481

20 754

D2

-0. 620***

（-3. 35）

0. 465**

（2. 41）

控制

0. 493

20 754

遗漏变量检验

D1

-0. 598**

（-2. 51）

0. 528**

（2. 15）

控制

0. 254

14 066

D2

-0. 371*

（-1. 78）

0. 412*

（1. 93）

控制

0. 123

14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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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企业样本以弱化行业特征对基准回归结果

产生的影响 . 由表 6 中的剔除非制造业企业样本

结果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D1 和 D2）的一次项

系数均在 1% 置信水平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至

少在 5%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再次佐证了本文的

假设 1.

5） 基于企业地理位置特殊性检验 . 考虑到直

辖市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殊性可能会影响供应

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本文剔除

直辖市企业样本后再进行回归检验 . 由表 6 中的

剔除直辖市企业样本结果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

（D1 和 D2）的一次项系数均在 1% 置信水平显著为

负，二次项系数至少在 10%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

再次佐证了本文的假设 1.

4　异质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将全样本按行业竞争度、产权属

性和科技属性差异进行分组检验，以期为政府部

门提供差异化的政策建议 .

4. 1　行业竞争度

将企业按照所在行业竞争度划分为行业竞

争度高和低两组样本并进行回归检验 . 借鉴吴粒

等［22］采用行业赫芬达尔指数衡量企业所在行业

竞争程度，若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赫芬达尔指数

大于中位数，则认为该企业所在行业竞争强度较

低，否则与之相反 . 由表 7 回归结果可知，在行业

竞争度低的组别中，企业数字化转型（D1和 D2）的

一次项系数均在 1% 置信水平显著为负，二次项

系数至少在 5%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供应商

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

关系 . 而在行业竞争度较高的组别中，企业数字

化转型（D1和 D2）的一次项系数虽然显著为负，但

二次项系数皆无法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表明供

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仅存在负向

关系 . 造成此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在同等条件下，

企业所在行业竞争度低意味着企业拥有较强的

议价能力，供应商面对强势客户的要求通常不得

不放宽商业信用政策以维系客户关系，这不仅减

少了企业关系专用性投资和降低了供应商中断

交易关系的可能性，还可以凭借其优势地位要求

降低商品供货价格、延长货物付款时间和提供更

多商业信用，这将有效改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

愿 . 然而，较高的行业竞争度则愈发加剧了企业

被“敲竹杠”的风险，导致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

字化转型之间仅呈现负相关 . 基于此，相比于企

业所在行业竞争度高，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

化转型之间存在的“U”型关系在企业所在行业竞

争度低组中更为明显 .

4. 2　产权属性

将企业按照产权属性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

国有企业两组样本并进行回归检验 . 由表 8 回归

结果可知，在非国有企业组别中，企业数字化转

型（D1和 D2）的一次项系数均在 1% 置信水平显著

为负，二次项系数均在 5%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表

明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显

著的“U”型关系 . 而在国有企业组别中，企业数字

化转型（D1 和 D2）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均

无法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表明供应商集中度与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之 间 并 不 存 在 显 著 的“U”型

关系 .

造成此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国有企业在一定

程度上是政府组织的延伸，通常拥有相对较多的

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供应商对其综合影响相对

有限；而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往往面临

着不进则退的市场竞争压力［4］，且受限于自身资

表6　替换样本检验
Table 6　Replacement sample test 

变量

Cs1

Cs2

控制变量

调整 R2值

样本量

剔除非制造业企业样本

D1

1. 013***

（-4. 38）

0. 629**

（2. 51）

控制

0. 335

10 092

D2

0. 872***

（-5. 12）

0. 706***

（3. 91）

控制

0. 316

10 092

剔除直辖市企业样本

D1

1. 086***

（-2. 85）

0. 681*

（1. 76）

控制

0. 452

11 761

D2

0. 721***

（-2. 76）

0. 565**

（2. 07）

控制

0. 428

11 761 表7　行业竞争度异质性检验
Table 7　Heterogeneity test of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competition 

变量

Cs1

Cs2

控制变量

调整 R2值

样本量

行业竞争度高

D1

-0. 511

(-1. 14)

0. 220

(0. 48)

控制

0. 566

7 026

D2

-0. 705**

(-2. 09)

0. 505

(1. 49)

控制

0. 547

7 026

行业竞争度低

D1

-1. 661***

(-3. 74)

1. 307***

(2. 83)

控制

0. 378

7 040

D2

-0. 799***

(-2. 83)

0. 764**

(2. 50)

控制

0. 317

7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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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禀赋差异，融资约束问题更为严重，但由于其

在资本市场中更具活力和未来拥有较好的发展

前景，供应商企业基于维持长期契约关系的考

虑，也更愿意为其提供商业信用缓解其融资约束

压力，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此实现供应链价

值协同增长 . 基于此，相比于国有企业，供应商集

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存在的“U”型关系在非

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

4. 3　科技属性

将企业按照科技属性划分为专精特新企业

和非专精特新企业两组样本并进行回归检验 . 由

表 9 回归结果可知，在专精特新企业组别中，企业

数字化转型（D1和 D2）的一次项系数均在 1% 置信

水平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均在 1% 置信水平显

著为正，表明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

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 . 而在非专精特新企业

组别中，企业数字化转型（D1和 D2）的一次项系数

虽然显著为负，但二次项系数皆无法通过统计显

著性检验，表明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之间仅存在负向关系 . 造成此种现象的可能原

因：专精特新企业被视作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和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抓手 . 由

于其精耕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并在细分领

域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促使其在供应链

关系中赢得“话语权”. 而供应商与其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通常愿意为其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并给

予其他政策优惠，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

型，同时这也有益于实现自身投资价值 . 与之相

反，非专精特新企业由于在供应链关系中处于相

对弱势地位，不仅较难获得商业信用等支持，还

需要提供更多关系专用性投资以维系现有供应

链关系，导致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

间仅呈现负相关 . 基于此，相比于非专精特新企

业，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的

“U”型关系在专精特新企业中更为明显 .

5　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供应商集中度可能主要

通过动态影响商业信用融资而对企业数字化转

型产生影响 . 为了论证上述路径是否成立，本文

采用三步法开展机制检验，并设定如下递归方程：

C tit = β0 + β1Cs1it - 1 + β2Cs2it - 1 + β3Cit - 1 +

∑Y +∑I + ε， （2）

Dit = β0 + β1C t it + β2Cit - 1 +∑Y +∑I + ε，（3）

Dit = β0 + β1Cs1it - 1 + β2Cs2it - 1 + β3C tit + β4Cit - 1 +

∑Y +∑I + ε. （4）

由表 10 中 Ct的回归结果可知，商业信用融资

的一次项系数均在 1% 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二

次项系数至少在 5%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供

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融资存在显著的“Ｕ”型

关系 . 由式（3）未加供应商集中度的回归结果可

知，企业数字化转型（D1 和 D2）系数至少在 5% 置

信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推动了

企业数字化转型 . 此外，由式（4）加入商业信用融

资（Ct）后的回归结果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D1

和 D2）的一次项系数仍均在 1% 置信水平显著为

负，二次项系数均在 5%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且商

业信用融资（Ct）至少在 10% 置信水平显著为正，

表明商业信用融资是供应商关系影响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中介机制，这佐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

假设 2.

表9　科技属性异质性检验
Table 9　Heterogeneity test of technological nature 

变量

Cs1

Cs2

控制变量

调整 R2值

样本量

专精特新企业

D1

-2. 614***

（-3. 33）

2. 316***

（2. 96）

控制

0. 447

2 934

D2

-2. 351***

（-3. 63）

1. 994***

（3. 25）

控制

0. 418

2 934

非专精特新企业

D1

-0. 886**

（-2. 35）

0. 561

（1. 43）

控制

0. 505

11 132

D2

-0. 432*

（-1. 72）

0. 366

（1. 36）

控制

0. 496

11 132

表8　产权属性异质性检验
Table 8　Heterogeneity test of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变量

Cs1

Cs2

控制变量

调整 R2值

样本量

国有企业

D1

-0. 437

（-0. 72）

0. 226

（0. 38）

控制

0. 479

3 316

D2

-0. 427

（-0. 96）

0. 565

（1. 37）

控制

0. 491

3 316

非国有企业

D1

-1. 356***

（-3. 47）

0. 980**

（2. 41）

控制

0. 498

10 750

D2

-0. 870***

（-3. 21）

0. 665**

（2. 28）

控制

0. 469

10 750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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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足于中国上市企业普遍存在供应商

依赖的现实情境和当前“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

时代背景，利用 2007—2021 年间上市企业披露主

要供应商信息的独特数据，系统考察供应商关系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后果及内在机理 . 研究

发现：第一，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

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第二，这种“U”型关系

在行业竞争度低、非国有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中

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三，供应商集中度通过动态影

响商业信用融资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 .

本文的政策启示：①企业应该依据双方关系

的依赖程度动态调整供应商关系管理，当供应商

集中度发挥阻碍作用时，企业应主动评估供应商

关系的风险效应，积极寻求多元化的供应商关

系，避免因供应商关系过于集中而陷入“敲竹杠”

的困境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当供应商集中度发

挥促进作用时，企业则应该主动把握供应链整合

带来的生产合作和信息共享发展机遇，尽早破解

自身数字化转型难题 .②商业信用是企业与供应

商发生价值创造的核心纽带，企业应紧密依托商

业信用供给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以支撑自身实现

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 .③政府部门应推动行业内

竞争度高的企业、国有企业和非专精特新企业增

强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动力机制，引导此类企业格外重视供应商关系管

理，高效整合上下游企业间的优势资源以实现数

字转型的战略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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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机制分析检验：商业信用融资
Table 10　Mechanism analysis test: trade credit financing 

变量

Cs1

Cs2

Ct

控制变量

调整 R2值

样本量

Ct

Ct1

-0. 058***

（-7. 33）

—

—

控制

0. 507

14 066

Ct2

-0. 116***

（-4. 35）

0. 067**

（2. 40）

—

控制

0. 508

14 066

未加入供应商集中度

D1

—

—

0. 527**

（2. 44）

控制

0. 478

14 066

D2

—

—

0. 670***

（4. 64）

控制

0. 489

14 066

加入商业信用融资

D1

-1. 102***

（-3. 22）

0. 796**

（2. 27）

0. 389*

（1. 79）

控制

0. 489

14 066

D2

-0. 682***

（-2. 87）

0. 590**

（2. 40）

0. 608***

（4. 15）

控制

0. 479

14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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